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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夏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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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夏之有无是学科内外的热点问题。分析其立足的观念基础、研究范式与学术背景，可以发现这个

问题已经过时且已丧失学术价值。该问题立足的观念基础是作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而这在考古学中是一个

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从研究范式来看，相关争议源于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内在的矛盾性；如果拓展范式考

察，就会发现夏之有无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夏之有无曾经与中国文明起源关联在一

起，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这种联系已经不存在。夏属于青铜时代的文明，是王朝政治的开端。在夏

之前，中国文明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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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有无是国内外学者与网络空间的热

点。此处“夏”涉及夏朝、夏人、夏文化，三者高

度相关，又不完全相同，这里主要指夏王朝。笔

者曾经写过一篇小文《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①，

而今又反过来说，的确有点自相矛盾之嫌。前

文指出，考古学的知识生产是学科内外关联的

产物，夏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其中存在矛

盾的体现。限于当时的认识，文章没有深入评

析这些矛盾的合理性与学术价值。正因为如

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这里并不是要重新梳

理考古材料来回答有关夏的质疑，而是要分析

夏作为一个问题成立的理论前提。也就是说，

如果这些前提不成立的话，那么夏就不成为一

个有意义的问题。本文的中心观点是，夏作为

一个问题立足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念基础已经过

时；该问题严重忽视了夏所存在的文化、历史背

景关联，在考古学早已发生“人文转向”的今天，

这样的忽视应该得到弥补。实际上，中国学术

界早已发现夏作为一个问题缺乏学术价值，因

此 20 多年前转向了中华文明探源这个更有活力

的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夏之有无

的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的观念与范式基础，

非常有必要进行理论分析，以期推动中华文明

探源研究。

一、让夏成为问题的实证主义

认为夏是一个问题的观点基本都认为，确

认夏必须有实证，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按照“科

学考古学”（也称为“现代考古学”）的要求，夏只

有得到实证才不是一个问题。中国传统上并没

有科学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

在面对现代考古学冲击时，金石学退出了历史

舞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金石学家曾经

组建了“考古学社”，试图与现代考古学抗衡②。

李济、梁思永等现代考古学家对此均不看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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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确实如此。金石学靠买卖文物来获取研究

材料，跟现代考古学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取材

料，在所获得的信息精准程度与丰富程度上都

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通过发掘我们可以了解文

物准确的出土背景，结合多学科的分析，并参考

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模型，我们能够重建人类

过去，认识已经湮没的人类历史。现代考古学

的核心就是科学，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科

学”，就是可以通过客观材料或实验来检验不同

观点，摒弃错误观点，由此可以不断取得进步。

科学考古学相对于传统的金石学而言是认知体

系上的变革，具有碾压性的优势。

上述这种一般性的科学观念是大家熟悉

的，但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否等同于实

证？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就算回答答案也

并不那么统一。在考古学理论研究中，马修·约

翰逊就此曾做过归纳，将之分为若干类型，逻辑

实证主义与社会构建论分别代表两极，在这两

极之间还有其他观点③。实证主义主张理论与

方法分开，观念评估与观念提出的背景关联要

分开，原理应该是排他的，不能验证的观点就不

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应该是中立的。然而，事实

上，即便是在严格要求实证的物理学领域，如夸

克、黑洞也是没有实证的。与历史相关的科学，

严格意义上更是无法获得实证的，因为我们无

法回到过去去检验。能够检验的只有具有古今

一 致 性 的 内 容 ，这 也 就 是 地 质 学 成 立 的 前

提——均变论。科技考古所依赖的也正是古今

一致性。而人类的文化存在显著的发展，1 万多

年前，全球人类都还处在狩猎采集阶段，社会组

织还处在游群状态；5000 多年前，部分地区原始

农业走向成熟，人口相比万年前有了数十倍的

增长，出现都邑性的聚落，有了类似国家这样的

复杂社会组织；而今人类已经实现星际遨游，超

大型的国家人口超过 10 亿，古今完全不具有可

比性。简言之，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长，验证是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严格的逻辑实证主义在考古学中不具有可

操作性。以商朝为例，证实商朝的说法是不成

立的。物质遗存并不会讲话，无法证明存在商

朝。识别物质遗存需要理论，如按照考古学文

化理论，从物质遗存中可以得到的只有殷墟文

化、二里冈文化、下七垣文化。甲骨文的存在也

不足以证明有商，因为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是可

能造假的或是想象的。验证从来都是有限度

的，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实现的。20 世纪

60 年代科学哲学家汉森就已经注意到，材料本

身是可能带有理论的（theory-laden）④，所谓客观

的检验并不存在。此前波普尔提出真理只能够

证伪，而不能证实⑤；如果材料本身带有理论，那

么证伪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再者，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本身还有无法验证的部分，那就是人文

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其中的意义是人所赋予

的，是特定历史与社会的产物，往往与文化传统

密切相关。意义赋予是人之能动性的体现，同

一物在一个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另外

一个社会中可能就平平无奇。人的行动受意义

的影响，如宗教，想象中的神祇能够把众多相互

陌生的人群组织起来。然而，并非每个群体都

有相同的宗教，也并非每个群体都笃信宗教。

对于意义的世界而言，实证本身就无从谈起。

按照实证主义的目标，我们需要证实夏的

存在。然而，什么叫作“证实”呢？标准是什么

呢？标准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标准

呢？所有的这些问题本身都是没法证实的。通

常所说的标准，就是要按照证实商的存在那样

证明夏，这个标准显然是有问题的。前面说过

人类历史是开放的、发展的，具有古今不一致

性，商所有的文化特征不一定是夏拥有的，因

此，采用证实商的标准来证实夏，逻辑上就是不

合理的。或者说跟标准无关，是必须有出土文

字记录，商人好用甲骨来占卜，并记录占卜的过

程，夏人无此偏好，因此无甲骨文。设若没有发

现甲骨文，哪怕找到了众多都邑性的遗址、大

墓、青铜器等，商是否也无法证实呢？如果能的

话，证明文字并不是必需的标准；如果不能的

话，说明考古学就是“伪科学”，因为即便拥有众

多物质遗存的发现，考古学的成果仍然不如文

献，仍然需要文献来证明。要知道，文字记载并

不是以真实记录为目的的，而是以当时的社会

需要为目的，凭什么我们要相信文字记录？同

样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于是，实证主义在

证实夏的问题上限入了逻辑上的死结：需要古

今同一的标准，而历史具有古今不一致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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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记录，而文字记录本身并不可靠。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有一定的实证是必需

的，但实证主义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认为，唯有

实证才能予以确认，而这在历史学科中，以及在

人类文化领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拿一个乌

托邦来当作学科追求的终极目标，本身已经背

离了科学的目标。如果说在夏所在的历史时

段，没有相关的考古发现，历史文献中也没有有

关夏的记载，文化背景中也没有夏的踪迹，我们

非要说有夏的存在，那无疑是虚妄的主张。若

是这一切都有，非要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来证

明有夏，否则就是虚妄的民族主义，这并不是科

学的态度，这是打着科学旗号的学术霸权。用

一个早已过时的所谓科学观念来要求证实夏的

存在，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二、让夏成为问题的考古学范式

在考古学中，所谓“夏”是与夏文化联系在

一起的，“夏”的物质表现形式就是夏文化。夏

文化是一支考古学文化，它对应的是夏族，有夏

族而后才能有夏代。然而，考古学文化与族属

之间很难建立对应关系。考古学文化是指在一

定的时空范围内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物质遗

存组合。这是一个有些模糊的概念，“一定的”

时空范围、“相似或相同”特征，都不是很明确，

也很难有确定的标准。其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

考古学材料的丰富程度。材料越多，精细度越

高，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就可能越细致。这也从一

个角度说明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对应是不可能

的。柴尔德曾警告考古学界，不能将两者等同⑥。

琼斯就此有专门的研究⑦，然而最终也没有解决

如何从考古材料中识别族属的问题。除考古学

文化的划分缺乏标准外，族属的区分也存在主

观认同的问题。主观认同在物质遗存层面上是

不容易界定的。人类学家巴斯早就认识到，族

属认同具有工具性，人们可能会根据当时的需

要而改变自身的族属身份⑧。由于不论是考古

学文化还是族属的区分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

根据考古学文化来判断族属，从理论上说，是不

能成立的。这个不能成立的理论前提间接导致

夏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二里头文化

是不是夏文化，中国考古学界争论了许多年⑨。时

至今日，大部分学者都承认是，但也有不同的声

音⑩。二里头文化是一支考古学文化，严格意义

上说，它不具备族属的性质。

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现代人起源研究之

中，按照 DNA 考古研究，现代人二三十万年前起

源于非洲，距今 5 万年前后扩散到东亚。时间早

晚有争议，更难解决的问题是从石器上识别现

代人。旧石器考古中常用“石器工业”这个概

念，基本等同于上面提及的“考古学文化”，旧石

器考古研究者试图从石器工业的传播中看到现

代人的扩散过程。其中暗含的假设就是，特定

的石器工业等同于特定的人类种群。然而，这

个假设并不成立。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整

个旧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方石器工业面貌一直都

不大一样，世界范围内差异更大，根本就找不到

能够完全代表现代人的石器工业。

不论是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关系，还是石

器工业与人类种群的关系，它们之所以成为问

题，其根本在于研究所采用的范式，在考古学上

称为“文化历史考古学”，这个范式是中国考古

学的主导范式。范式是由科学哲学家托马斯·
库恩提出的概念，争议也不小，以至于在 1996 年

新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后退了一大

步，完全丧失了当初的锐气。“范式”的概念很

难直接用于考古学中，笔者曾对其内涵进行分

析与设定，将其划分为概念纲领、支撑理论方法

与实践体系三部分。概念纲领是引领性的，它

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文化历史考古的概念纲

领就在于，它把文化看作一系列的标准，即同一

人群会按照这些标准制作与使用物质，好像他

们心灵相通似的。从本体论层面上说，这是唯

心主义的。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形成于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其研究路径强调从考古材料出

发，获得结论的逻辑是归纳。如果考古材料只

是实物遗存，没有文字材料，那么无论如何都不

可能从中归纳出一个“夏”来。如果夏代没有文

字，或是文字不发达，靠归纳法永远解决不了夏

之有无的问题。

如果我们拓展范式再来看这个问题，就会

发现这个问题是可解的。从过程考古学的视角

来看，考古材料作为古人生活的遗留，许多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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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而且

物质遗存本身又不会说话，它不可能直接告诉

研究者它与古人活动的关系，要了解其中的关

系，需要完善的考古推理，而不能靠想当然。正

因为如此，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过程考古学的

范式兴起，它提出要关注演绎的逻辑，这也是自

然科学研究普遍用到的方法。“窥一斑而知全

豹”，其前提是观察者心中已有关于全豹结构的

认知，就像医生通过有限的检测指标确定病情

一样，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人的生理与病理。考

古材料特征应该如同这些有限的检测指标，这

也意味着考古学家需要把握原理与机制，包括

所要研究的古代社会运作的机制与结构、考古

材料的形成原理以及从考古材料如何到古代社

会的“中程理论”。一旦把握了类似的原理与机

制，考古学家就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如何”这

两个层面的问题。正因为过程考古学高度强调

要去原理与机制，于是有了过程考古学的名称。

按照过程考古学来研究夏，就不会执着于

名称的争论，而是要看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和

运作方式与此前的时代相比，是否发生了实质

性的改变，是否具有王朝的性质。就此需要进

一步去探讨夏作为青铜时代的文明与更早玉石

时代的文明（如红山、凌家滩、良渚文化等）有何

不同。事实上，过程考古学很少采用“文明”的

说法，而是更多用“复杂社会”与“社会复杂性”，

倾向从复杂性的角度去理解文化系统状态的变

化。我们现在知道中华文明的起源远在夏之

前，距今 5000 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已经有了规模

巨大的都邑、复杂的水利系统、专业化的玉器手

工业、随葬品丰厚的陵墓等，比其更早数百年的

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也已进入复杂

社会阶段，出现社会等级分化、社会权力中心化

的迹象。从文明起源到夏王朝形成之前的 1500
年左右时间里，社会权力代表性的物质表征就

是玉石器。夏王朝已进入青铜时代，开始用青

铜制作礼器与兵器。玉石时代彰显的是政治权

力，玉石的特质与威望性是一致的；而青铜时代

显著增强了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增添了硬权

力的维度。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广域王权国家

出现。从中华文明史进程来看，从大约公元前

2200 年至公元前 1650 年之间，考古发现显示这

个阶段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目前最早的证据来

自陶寺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铜铃、铜齿轮以及显

著的暴力证据，与社会权力组织的深刻变革是

一致的。即便我们不知道这个阶段叫“夏”，但

其社会特征已经清楚，与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

夏是一致的。它不是夏，又能是什么呢？

有人可能会说，它完全可以不是夏，而是有

其他名称的朝代。从逻辑上说，这种说法是可

以成立的。然而，考古材料的解读并不仅仅依

赖出土物本身，而是要充分考虑材料所存在的

文化、历史背景关联。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考古学的发展出现了“人文转向”，后过程考古

学走上学术舞台，高度强调文化、历史背景关联

的重要性，所以又称为“关联考古学”。从科学

的角度出发，物质遗存就是人类过去活动的遗

留，通过这些遗留反过来去推导人类过去的活

动，其中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开展科学的

推理。然而，人类利用物质并不仅仅为了满足

功能上的需要，如斧子可以用来砍伐；人类还会

赋予物质以意义，比如说认为斧子象征男性。

斧子的男性属性并不是斧子本身就有的意义，

而是人赋予的，人也可以赋予棍子以男性意

义。意义的关联可以是随机的，但是要理解这

样的意义，需要放在特定社会、特定历史背景

中。正是因为物质具有这样的属性，而且这样

的属性正体现了人类的能动性，能够更好地体

现人类的特殊性。意义可以经过历史过程不断

传承、积淀，中华文明能够 5000 多年连续发展，

就是因为有意义的持续传承。

从文化、历史背景关联中来看夏以及相关

的考古发现，就会发现我们的解读是不能随意

为之的。这就像尽管西方没有发现耶稣本人存

在的任何直接证据，但从西方文化、历史背景关

联出发，以及基于基督教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

仍然可以确信曾经存在过耶稣这个人，他应该

是犹太教的一位拉比（经书实际出自许多拉比

之手），而绝不会认为耶稣可能是一位中国人。

从目前所有的材料来看，有关夏的记载在西周

时期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战国时期的竹简上

也有提及，更广为人知的是在西汉司马迁的《史

记·夏本纪》之中。王国维通过“二重证据法”考

证商王世系的经典之作之所以闻名于世，很重

8



要的一点就是对《史记·殷本纪》的印证，通过

甲骨文考证得到的商王世系与《史记》的记载

基本一致，《史记》的可靠性得到了一次很好的

检验。《夏本纪》的写作方式与《殷本纪》完全相

同，而与《五帝本纪》有很大差别，其中记载了

“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这类曲折

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细节，这都是《五帝本纪》

所没有的。其中的时间尺度（诸王在位的时间

长度）可能不那么准确，但与《五帝本纪》中类似

神话的表述相比，显然要更接近现实。

更值得一说的是，有关夏之存在的证据并

不只有文献，在夏的纪年范围内，有不少的考古

发现，从已经建成遗址公园的二里头遗址到更

早的新砦遗址、阳城遗址，以及新近发现的八里

桥遗址。这些发现往往还能从历史文献中找

到线索。以阳城遗址为例，最早发现的阳城古

城只有万余平方米，无法让人相信这是一处都

邑。其后持续的田野考古工作，不仅在这里找

到战国时代“阳城仓”的铭文，显示战国时代这

里就是阳城，还找到年代与夏纪年相符、面积超

过 30 万平方米的古城。全国有不少与夏相关

的地名，其中附会者居多，但重要的是它们是有

所本的。“禹会诸侯于涂山”，号称涂山的地方至

少有五处，地望较为合理的是安徽怀远，而田野

考古工作在此真的找到了一处祭祀遗址。我

们目前还不能肯定每一个考古发现都是确凿无

疑可以与文献相对应的，但是基于这些具体的

实物遗存，基于长期、连续的文化与历史背景，

我们完全可以确信在夏纪年与区域范围内的考

古发现就是夏。

当代考古学的三大主流范式前后相继，各有

所长，相互补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夏的问题。

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后者替代前者，而是后者

站在前者基础上拓展，所以三者才会同时存

在。反过来说，解决夏的问题，需要这三个范式

的通力合作，如果只是执着于文化历史考古学

的范式，就会发现夏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当我

们拓展范式之后，认识到在中国文明的起源进

程中，在夏之前已有 1000 多年的文明史，在夏的

纪年范围内，出现了青铜时代王朝政治，出现了

广域王权，社会权力组织形式相比于玉石时代

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基于文化、历史背景关联，

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它只能是夏，而不可能是其

他的政权。脱离文化、历史背景关联，是实证主

义研究的重大纰漏。考古学研究物质遗存，没

有关联的材料是无法解读的。如果只是依赖出

土文字材料，一方面表明考古学的实物遗存研

究毫无价值，另一方面实证主义也解构了自

己——用文献去确认物质遗存而不是相反。

三、夏之有无作为问题的学术价值

丧失

回顾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夏之有无作为

问题的学术价值早已丧失，是一个意义贫乏的

问题。宾福德在讨论学术研究时经常提及

“productive”（富有成效的）一词，一个好的学术

问题能够带来一系列精彩的研究；相反，一个意

义贫乏的问题往往会让研究在原地打转，投入

虽大，但成效极少。夏之有无曾经对中国考古

学研究有推动作用，但进入 21 世纪之后，这个问

题为中华文明探源所取代。在中华文明探源取

得显著进展的背景下，夏之有无问题已然丧失

了其原有的学术价值。

中国现代考古学兴起时正是中国文明、中国

人西来说盛行的时候。1921 年安特生发掘河

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揭开了探索中国文明史的

序幕。1926 年李济与袁复礼发掘山西夏县西阴

村，这是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他们选择的地方，正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区域。

安特生基于极其有限的考古材料，提出中国彩

陶西来说，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思潮。中国学者

对此是反感的，随后开展的田野工作，发掘殷

墟、城子崖等遗址，存在因应这一观点的考虑。

殷墟的发掘与商王世系的确认，激发了人们对

中国上古史的兴趣。与此同时，疑古派对中国

上古史的质疑构成了反向的推动力，考古学正

是反驳疑古派批评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包含

夏之有无在内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催生中国

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动因。遗憾的是，当时的中

国考古学术力量还很薄弱，田野工作非常有限，

年代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梁思永揭示的“后岗

三叠层”，解决了仰韶、龙山、殷墟文化之间的相

对早晚关系问题，绝对年代问题还是无法回

为什么夏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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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49 年之后的二三十年里，中国考古学转

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侧重研究社会发展史，

中国文明的探源研究相对次要。这也就是研究

者所说中国考古学的“民族与革命”两大主题。

20世纪 50年代，徐旭生曾带队寻找“夏墟”，并发

现了二里头遗址，但因为当时还没有系统发

掘，对遗址年代判断为商代，与夏失之交臂。

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是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1983 年夏鼐在日本 NHK
电视台发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演讲，认为

二头遗址反映的面貌可以看作中国已开始进入

文明社会。同年，牛河梁遗址发掘，1984 年在

辽宁朝阳召开的考古座谈会上，苏秉琦提出古

文化、古城、古国的研究思路。他认为古文化是

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

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

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应当从

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理解三者的关

系。把三者联系起来的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

系分化相适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遗址和墓地

的中心遗址和墓地。时间约在原始社会后期，

即距今五千年前至四五千年间。现在我们已在

若干地区找到了中心遗址、墓地的线索，辽西地

区就有一处。”苏秉琦认为把“古文化、古城、古

国”作为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可以把

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

那一部分加以重点研究。自此，中国文明的起

源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学术焦点。改革开放促使

中国全面进入世界舞台，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

中国文明的特征成为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以

因应对外开放的时代潮流。

夏鼐在谈到“文明”时提到，它用以指“一个

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

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

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与官

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

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已经发明

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为记载（秘鲁似为例外，

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

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由于国家不

容易从考古材料中直接看到，通常将文明的标

志确定为可以观察的“三要素”：城市、金属冶

炼、文字。而实际上，考古学上所说的文明指的

就是国家或类似国家的复杂社会，至于说三要

素只是物化的表征而已。三要素的说法是以西

亚地区为标准的。南美的印加文明不仅没有文

字，而且也没有金属冶炼；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也

没有金属冶炼。即便在旧大陆地区，印度（河）

文明也没有发现可以释读的文字，而是只有一

些印章符号。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国家，至于具

有怎样的物化特征要取决于各地的物质条件与

历史。把本质与外部表现形式混淆导致在判断

文明时出现许多争论，若是按照三要素说，以二

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因为缺乏文字很难被视为

文明社会。从新的考古发现与认识来看，三要

素说已经过时了，属于特定时代的产物。现代

考古学源自西方，是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的，贯

穿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我们在接受现代考

古学时，对于其中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与殖民主

义是缺乏足够认识的，甚至不如西方学者自身

认识清醒。也正因为如此，文明三要素说把夏

的有无与中国文明起源联系在一起。

从 1996 年开启“夏商周断代工程”，到 2000
年推出年表，年表提出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

2070 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 1600 年，盘庚迁殷

为公元前 1300 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 1046 年。

这个阶段性成果经过部分海外中国学者的渲

染，引发美国汉学界的强烈批评，中国学者的研

究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有鉴于存在的争

议，2001 年我国正式提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

先进行为期三年的预研究。2004 年夏季正式启

动，选定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城邑为

第一阶段重点发掘和研究的中心性遗址。其间

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

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

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标志性成果是发现中国文明的开端不是始于

夏，而是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目前已经追

溯到距今 5800 年前后的凌家滩文化，凌家滩遗

址一座大墓出土 300 多件随葬品，其中就有 200
多件玉器。文明起源的标志并不是三要素，而

是类似国家的复杂社会的出现，相关的物质表

征包括标志社会等级分化的聚落体系与墓葬制

度，象征社会权力中心化的都邑、专业化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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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型工程，以及象征社会权力制度化的礼仪，

等等。在文明探源过程中，2007 年确认良渚古

城的存在，之后又发现高低坝水利系统也属于

良渚文化，其年代在距今 5000 年前后。2011 年

确认位于陕北的石峁遗址属于龙山时代的古

城。类似的考古发现还有一批，如牛河梁、石家

河、陶寺、南佐等遗址。丰富的考古发现充分显

示在夏之前，中国文明至少已经存在了 1500年。

当我们知道夏之前已经有上千年中国文明

史的时候，也意味着夏之有无与中国文明起源

无关。夏所代表的是青铜文明时代的到来、王

朝政治的开端，它所存在的时代、区域都有相应

的考古发现，并不是历史空白。如前文所述，在

中国文化、历史背景关联之中，它只可能是夏。

再去争论是否有夏，已经没有了学术意义。因

为再去努力寻找所谓的文字实证，这种实证主

义的方法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是行不

通的。从更广泛的知识生产的背景关联来看，

所谓夏之有无问题，与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大关

系，而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垄

断学术话语权的时候，夏之有无需要得到他们

的认可，包括学术如何运作——必须保持与政

治隔离，都需要按照他们设定的标准。实际上，

当代考古学认为学术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中

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背景中，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考古学的

发展必须经历一个去殖民化的过程，从现实发

展来看，在思想文化上完成这一过程并不容

易。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不再关注夏之有无

问题的时候，这个过程或许就可以说完成了。

结 语

说夏不是一个问题，是针对夏之有无而言

的，而不是说有关夏的研究都已经完成了，实际

上，其中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充实的内容。在国

内外学术界以及学术界之外的讨论中，把夏之有

无当作问题，所立足的“科学”观念是实证主义，

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学术观念，在历史学科、在

人类文化研究中是完全不可信的，最终只能陷入

自我解构的逻辑死结，反而需要依靠文字或文献

来反证物质遗存的属性。实证主义已是过时的

或者说极端的“科学”观念，即便是在自然科学领

域也是无法做到的；科学哲学领域早就发现材料

与理论具有不可分割的特点，还有观察者的参与

本身就会影响到观察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以

实证主义为基础来讨论夏之有无是不成立的。

从夏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的文化考古学范式

来看，把夏视为夏族的考古学文化，试图从考古

学文化上来界定夏，在理论上本身是有问题

的。考古学文化与族属之间是无法画等号的。

如果我们拓展范式来看，用过程考古学的视角

来考察，我们所说的夏是一种国家形态的社会

组织，而在夏所在的区域与时代范围内，是可以

看到具有国家组织形态的社会组织的，至少在

二里头文化阶段已经达到了广域王权国家的程

度。更早在陶寺文化阶段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在新砦文化中也有青铜的发现。尽管不知道是

否叫作夏，但跟此前 1500 多年间玉石时代的复

杂社会相比，此时的社会组织形态有了一次重

大变革。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后过程考古学的范

式来考察，把它所主张的文化、历史背景关联结

合起来，就会发现，那个变革后的社会组织形态

只能是夏，而不大可能有其他名称。

回顾夏作为一个问题产生的学术史，可以

发现这个问题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

国，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在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个问题重新成为热点，并

通过文明三要素说与中国文明的开端联系起

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争议中达到了巅峰。

实际上，文明的本质特征就是国家或类似国家

形态的社会，世界各地文明所具有的物质条件

与经历的历史过程不同，物化的表征不可能是

一致的，三要素只是西亚文明的物化表征，而不

是全世界通用的标准。过去 20 年，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以充分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中华文

明的开端已经可以追溯到距今 5800 年前，远远

早于夏出现的时间。把文明的标准唯一化，以

西方为中心，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简言之，夏之

有无作为一个问题，其实与夏本身没有什么关

系，而是学术话语权的体现。

注释

①陈胜前：《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读书》2019 年第 2

为什么夏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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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the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of the Xia Dynasty Is Not a Question

Chen Shengqian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of the Xia Dynasty has been a hot topic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academic circle. By analyzing its conceptual basis， research paradigm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it can be found that
this question has been outdated and has lost its academic value. The conceptual basis is the“science”of positivism，
which is an unattainable ideal in archa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paradigms， the related disputes stem
from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cultural-historical archaeology paradigm；a paradigm shift would clarify that the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of the Xia Dynasty is not ultimately a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the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of the Xia Dynasty was once associated with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Project to Trac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association has diminished. The Xia
Dynasty belongs to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and marks the beginning of dynastic reign. Before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had already existed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Key words: the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of the Xia Dynasty； positivism； paradigm； academic history；
archaeolog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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